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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多维影响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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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巴黎模式开启了“自下而上”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时代，最大程度上团结了国家之外的多

利益攸关方力量。 其中非国家行为体在气候政治中的治理性权威日益增强，体现为认知性影

响力、手段性影响力、社会性影响力、资源性影响力和象征性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特朗普政府

的全面“去气候化”政策刺激美国非国家行为体开始追求一种地方性气候领导力，并且谋求这

种地方性气候行动在全球气候治理层面的可见性，这表现为通过多元网络性伙伴关系来建构

其结构性影响力；通过议题引领和主场峰会外交来提升其手段性影响力；通过权威性和系统性

研究强化其认知性影响力；通过把握政治机会和塑造集体认同来增显其象征性影响力。 非国

家行为体的快速崛起对于后巴黎时代的气候格局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能否与之形成

良性互动将影响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性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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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家体系诞生以来，不论国际格局如何

变迁，主权国家永远是国际舞台的主角。 由于

其在资源掌控性（特别是以军队为代表的高级

政治资源）、合法性（有资格签署国际条约的合

法身份）与行动能力上具有其他主体难以比拟

的优越性，国家成为参与全球治理与应对国际

事务的绝对主导性力量。 随着各种全球性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难

民问题等），国家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和治理诉求

发生了重要改变。 不同于传统的国内治理问

题，这些新的全球性问题本身具有跨国界性、弥
散性和治理复杂性等新的特点，单单依靠一个

国家的治理努力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需要

全社会各种行为体之间的通力合作，以求找寻

到最优的问题解决途径。 在此背景下，非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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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体①对于全球治理的参与日益成为学界的

关注热点。 相较历时 ８ 年时间才生效的《京都

议定书》，２０１５ 年签署的《巴黎协定》仅仅用不

到 １ 年的时间便生效通过。 通过克服“自上而

下”京都模式的僵化困境，巴黎模式开启了“自
下而上”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时代，最大程度上团

结了国家之外的多利益攸关方力量，从而使各

类非国家行为体的努力得以具体化。
在气候治理范式逐步转型的背景下，特朗

普的全面“去气候化”政策②为后巴黎时代的气

候治理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特别是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 日特朗普公然宣布退出《巴黎协定》，③

一方面造成了国家层面领导力的缺失，给其他

国家和低碳市场传递了一些负面的信号；另一

方面，这一领导权真空又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崛

起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使美国非国家层面

的行为体开始追求一种地方性气候领导力，并
且谋求这种地方性气候行动在全球气候治理

层面的可见性和影响力。 基于对非国家行为

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多维影响力框架分析，
本文旨在探析在去气候化政策背景下，美国的

非国家行为体通过何种路径来强化自身的治

理权威，并且这种地方气候行动的大规模兴起

对于后巴黎时代的气候政治格局有何种深远

影响。

一、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

多维影响力分析框架

　 　 随着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不断深

入，其影响力和治理合法性都在不断上升。 本

文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定义采取了同国家 ／政府

行为体相对的广义界定，既包括传统上以非政

府组织、研究机构、企业及企业联盟为代表的社

会和市场类行为体，也包括以城市、地区为代表

的次国家行为体。 下面就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

球治理的空间演进和多维影响力进行理论

探析。

１．１　 非国家行为参与全球治理的既有空间演进

分析

　 　 目前学术界关于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

理行动空间的既有解释可从两个维度进行划分：
一是根据参与治理过程中的主要动力来源（自上

而下的路径或自下而上的路径）；二是非国家行

为体参与治理的整体态度（主动性 ／供给论或被

动性 ／需求论）。 据此分为规范型国际组织供给

论、权益型国家供给论、功能型全球治理需求论

以及施压型地方行动主义需求论这四种类型。
国际组织供给论强调作为规范提供者的国

际组织肯定了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民

主性价值，并为其广泛参与制定了相关的全球

议程。④ 国家供给论认为，国家为非国家行为体

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多机会，旨在增强国家

权力、利益以及提升国家形象。⑤ 全球治理需求

论指出，全球化进程产生了治理空白，国家和政

府间组织无法单独应对，而是客观上需要各类

非国家行为体的协助和补充。⑥ 地方行动主义

需求论强调，来自市民社会的自觉性社会运动

迫使全球治理更加民主化，如迫使国际组织在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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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注：本文所提及的非国家行为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以

城市为代表的次国家政府权威；二是以企业和企业联盟为代表的市

场类行为体；三是以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社会行为体。
笔者注：特朗普刚宣誓就职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去气候

化”政策，不仅删除白宫官网上同“气候变化”相关的内容，同时发

布《美国第一能源计划》，正式宣布鼓励化石能源发展、减轻政府

环境管制、取消气候变化项目开支等。
笔者注：根据《巴黎协定》的程序性要求，在协定生效三

年之后，缔约方才能提出书面通知退出，一年之后退出生效。 虽然

美国宣布要退出，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期满三年的条件，它只能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之后正式提交书面通知，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正式退出。 目前美国仍为《巴黎协定》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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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过程中提升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容纳度。①

以上四种理论从不同视角分析了非国家行为体

参与全球治理的行动空间，其缺陷在于以一种

静态的视角来分析全球治理中多元利益攸关方

参与的行动逻辑。
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而言，目前以城市、非政

府组织、企业和智库等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在

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呈现出两大新趋势：一是

逐步从一种被动性的“供给论”转变为一种主动

性的“需求论”。 以基姆·莱曼（Ｋｉｍ Ｒｅｉｍａｎｎ）②

和卡尔·劳斯提亚拉（Ｋａｌ Ｒａｕｓｔｉａｌａ）③为代表的

国家供给论者认为，国家是全球治理中的关键

行为体，为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机

会，旨在增强国家的权力、利益及提升国家形

象。 但随着全球议题治理复杂程度的提升，陷
入僵局的政府间多边治理逐步暴露出自身治理

能力的局限性。 以托斯登·本纳（Ｔｈｏｒｓｔｅｎ Ｂｅｎ⁃
ｎｅｒ）为代表的全球治理需求论认为，国家和国际

组织从一种高高在上的主导性治理行为体开始

转而寻求非国家行为体的协助；而非国家行为体

凭借自身在治理权威、资源调动、知识技能方面

的各种优势和潜能，主动寻求参与全球治理的制

度性合作来填充和弥补既有的治理空白。④

二是非国家行为体从一种“离散态”联合走

向“网络化”合作，即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

理空间呈现更大的流动性和网络弹性。 朱莉·
安·布德罗（Ｊｕｌｉｅ Ａｎｎｅ Ｂｏｕｄｒｅａｕ）强调，不同行

为体的能力建设以及全球治理新空间拓展为政

治交流创造了条件。 对于非国家和次国家行为

体而言，他们所拥有的关键性能力源于其专业

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等权威基础。⑤ 非国家行为

体在协商空间（意识上）和跨国空间（物理上）
的拓展必然推动了跨国性“政治行动领域空间”
的形成。⑥ 在跨国空间的塑造中，不仅政府间组

织，而且非国家行为体所组成的各类跨国组织、
伙伴关系网络、政策倡议网络、智库间认知网络

等也显示了其卓越的跨国资源调动和组织能力

以及治理权威性和合法性。⑦

如图 １ 所示，马修·霍夫曼（Ｍａｔｔｈｅｗ Ｈｏｆｆ⁃
ｍａｎｎ）指出，各类行为体的参与空间同治理环境

之间存在某种均衡，当治理体系呈现碎片化且

治理失效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时，新行

为体的参与空间就会增加，从而推动治理体系

中新的制度均衡建立，以维护体系的相对稳定

性。⑧ 此时行为体同治理空间的新型互动模式

必然会出现，从而推动治理体系的范式变迁。
这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非常明显，当以国家为代

表的基于政府间多边主义的京都模式日渐僵化

后，由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跨国城市网络、
政策倡议网络、跨国企业联盟等利用了流动空

间进行嵌构性治理，⑨推动了后巴黎时代治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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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蕾：“治理嵌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进逻

辑”，《欧洲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９１－１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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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形成。 然而尽管学界日益关注非国家行

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不断上升的权威，①但是

鲜有研究对后巴黎时代非国家行为体的多维影

响力谱系进行系统性探析。

图 １　 治理体系变迁和体系碎片化过程中的新型均衡

资料来源：笔者在马修·霍夫曼描述的基础上进行图表制作。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Ｊ．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ｐｐ． ６３－７２．

１．２　 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力

与行动

　 　 迈克尔·巴尼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和雷蒙

德·杜瓦尔（Ｒａｙｍｏｎｄ Ｄｕｖａｌｌ）曾指出，权力不仅

意味着有某种资源优势而直接控制他人的强制

性力量（特别是国家行为体对于武力的使用），
同时也包括左右其他行为体的权威性影响力。
随着国际无政府体系日益走向一种强调治理性

权威的国际社会状态，②基于合法性权威的影响

力则成为了全球治理权力谱系中的重要根基。
影响力的来源可以包含物质、制度、文化等多种

要素，即制度性影响力（通过规则、程序、制度来

间接控制他人的权力）、结构性影响力（通过对

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等重要结构性要素的把

握来影响全球特定政治经济关系）以及生产性

影响 力 （ 理 念 和 话 语 影 响 力 ）。 根 据 凯 克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Ｅ．Ｋｅｃｋ）、辛金克（Ｋ．Ｓｉｋｋｉｎｋ）③和博斯

特罗姆（Ｍａｇｎｕｓ Ｂｏｓｔｒöｍ）等人的理论，非国家行

为体的影响力来源可以划分为以下五类：认知

性影响力（科学知识、专业技术）、手段性影响力

（关键代理人和决策制定过程的获取途径）、社
会性影响力（来自网络性社会资本的支持）、资
源性影响力（获取资源和全球经济地位的途径）

和象征性影响力 （提出合法性道德主张的能

力）。④ 前两类可被视为较为直接的政策影响

力，后三种则为间接的政策影响力。 其中资源

性影响力和社会性影响力可以被视为具有框定

作用的结构性影响力，二者通过物质或者社会

资本来改变其他行为体的权力运行环境，从而

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参见表 １）。

６７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Ｊ． Ｇｏｒｄ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ａｉｇ Ａ．Ｊｏｈｎ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Ｐａｒｉ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４，
２０１７， ｐｐ．６９４－７１４；Ｊｅｎ Ｉｒｉｓ Ａｌｌａｎ ａｎｄ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Ｈａｄｄｅｎ，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ＮＧＯ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２６， Ｎｏ．４， ２０１７， ｐｐ． ６００－６２０；唐昊：“非
国家行为体的崛起与后美国霸权时代”，《公共外交季刊》，２０１５ 年

第 ３ 期，第 ７２－７８ 页；庄贵阳、周伟铎：“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和全球

气候治理体系转型———城市与城市网络的角色”，《外交评论》，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３－１５６ 页；于宏源：“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

理中权力的变化：以环境气候领域国际非政府组织为分析中心”，
《国际论坛》，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１－７ 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Ｄｕｖａｌｌ， ｅｄｓ．，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ｐ． ２０．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Ｅ． Ｋｅｃｋ ａｎｄ Ｋ． Ｓｉｋｋｉｎｋ，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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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ｇｎｕｓ Ｂｏｓｔｒöｍ， Ｋｒｉｓｔｉｎａ Ｔａｍｍ Ｈａｌｌｓｔｒöｍ， “ＮＧＯ Ｐｏｗｅｒ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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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影响力来源和治理行动分类

影响力来源 类型说明 治理行动类型 在不同领域具有相对优势的非国家行为体

直
接
性
政
策
影
响
力

认知性

影响力

通过所掌握的科学

知识与专业技术确

立治理权威

（１）为谈判调研提出解决方案（２）传

播相关信息和专业知识（３）评估政策

和方法的成效（４）形成治理标准（５）

启迪教育民众

侧重科技政策研究的非政府组织、智库以及侧重标

准设定的企业等，如忧思科学家联盟、世界资源研究

所及卡耐基科学研究所、各大企业的研究机构（特别

是同低碳经济和清洁能源相关的机构）等

手段性

影响力

关键代理人和决策

制定过程的影响；与

大 众 传 媒 的 紧 密

关系

（１）舆论动员（２）影响议程（３）影响

决策进程和决策的制定者（具体手段

包括说服、游说、曝光施压、责怪和羞

耻、奖励、抵制等）

作为观察员直接参与全球气候谈判的非国家行为

体，注重边会等会场活动：如气候行动网络、绿色和

平、地球争议等非政府组织、气候联盟、Ｃ４０ 等跨国城

市网络、产业协会、跨国智库联盟和跨国倡议网络等

间
接
性
政
策
影
响
力

结
构
性
影
响
力

资源性

影响力

对于某些物质资源

的掌控以及特定经

济地位的获得

（１）支持研究活动（２）有助于执行各

种行动（３）形成新气候治理标准和规

则，并推进新气候标准和规范的实践

城市及城市网络、企业联盟以及同企业合作或影响

企业规范较多的非政府组织，如可持续能源商业委

员会、负责任大气政策联盟、节能联盟、国际工会联

盟以及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等

社会性

影响力

拥有社会资本；建立

正式或非正式合作

联盟和伙伴关系网

络的能力

（１）形成身份意识（２）将不同行为体

连接起来的广泛网络（３）有助于执行

各种治理行动目标

具有强大社会资源且对气候谈判产生间接影响的城

市联盟、跨国非政府组织以及智库等，诸如倡导地区

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 ＩＣＬＥＩ）、自然资源保护协

会、乐施会以及国际行动援助等

象征性

影响力

发出规范性和合法

性话语主张及推进

新的治理规范扩散

（１）代表公众意见及为边缘化声音发

声（２）代表不同利益群体所表达的公

众环境诉求，影响国内外决策过程

侧重影响国内政策的非政府组织及其联盟等，诸如

气候行动网络的各地分支组织、气候与能源解决方

案中心、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英国基督教援助协会等

　 　 注：每一种非国家行为体都拥有多种影响力来源，表中所列内容仅突出不同组织具有相对优势的影响力来源，以及更为擅长的施展治

理行动的领域。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以上五种影响力成为非国家行为体提升自

身影响，以便在全球治理中获得治理权威的重

要保障。 这些影响力来源通常与特定治理活动

相关，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界定

和活动类型可以总结为九类：提出解决方案、提
供信息和专业知识、影响议程、影响决策进程和

决策的制定者、形成标准和规范、执行行动和践

行治理、评估政策和政策反馈、代表公众意见以

及为边缘化的声音发声。① 这意味着非国家行

为体可以在多层次上间接或直接地参与全球治

理。② 下面本文将非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力

来源同相应的治理行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在直接性政策影响力中，认知性影响力通

常同提供信息和专业知识，评估政策和方法的

治理实践相结合。 具体而言，通过科学研究和

科学评估活动，为国家政策制定以及国际协商

或谈判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技术专业性带来政

策合法性，促进相关国际治理标准的设定。 一

般而言，不同的非国家行为体所拥有和依赖的

权威来源有所区别，在不同治理活动中拥有不

同的比较优势。 就认知性影响力而言，偏向政

策研究的非政府组织以及智库和高校研究机构

在提出解决方案、提供和传播信息和专业知识、
评估政策和方法的结果等方面有优势，代表者

为忧思科学家联盟（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Ｓｃｉ⁃
ｅｎｔｉｓｔｓ，简称 ＵＣＳ）、世界资源研究所（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简称 ＷＲＩ）等。 这些组织凭

借其专业性权威提供新理念以及应对问题的新

７７

①

②

Ｓｅｅ Ｂｅｔｓｉｌｌ，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Ｍ．， ａｎｄ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Ｃｏｒｅｌｌ， ＮＧＯ Ｄｉｐｌｏ⁃
ｍａｃ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Ｆｒａｎｋ Ｂｉｅｒｍａｎｎ，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Ｍ． Ｂｅｔｓｉｌｌ， Ｊｏｙｅｅｔａ Ｇｕｐｔａ ｅｔ ａｌ．，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４， ２０１０， ｐｐ．２７７－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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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从而帮政府弥补治理措施真空地带。①

而手段性影响力往往同舆论动员、影响议

程以及影响决策相关。 奥利·霍尔斯蒂（Ｏｌｅ
Ｈｏｌｓｔｉ）和詹姆斯·罗西瑙（Ｊａｍｅｓ Ｎ． Ｒｏｓｅｎａｕ）曾
列出国家可以用来施加影响力的五种手段：说
服、给予奖励、惩罚威胁、施加非暴力惩罚和使

用武力。② 除了使用武力这项，非国家行为体均

可利用其中许多手段在国际环境谈判中发挥影

响。 其中，说服也许是使用最广泛的方式，如跨

国城市网络和非政府组织会花费大量时间试图

说服具有正式决策权力的政府代表接受其观

点。 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气候治理的路径也可能

包含一些胁迫措施，例如威胁和 ／或对被视为不

合作国家施加非暴力的惩罚，如采用“责怪和羞

耻”的策略，通过与媒体合作曝光不遵守承诺等

行为来干预谈判，同时获得社会对其立场的支

持。 如气候行动网络、绿色和平、国际自然保护

联盟等组织就倾向于直接参与全球气候谈判进

程，通过边会活动、议程设定、排名曝光和政策

报告等形式来行使其手段性影响力，以期对决

策进程施加更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一些城市、
企业也开始注重同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从而

联合制定具有门槛准入性质的环境标准或经济

行为准则。③

就间接性政策影响力而言，首先看资源性

影响力，这意味着掌握某些物质资源并获得特

定经济地位，并且更为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助于

支持研究活动及执行各种行动。 城市、城市网

络、企业联盟以及影响企业规范较多的非政府

组织（特别是工商业团体）一般拥有较多的物质

影响力④，能对决策过程产生重要的间接影响，
典型代表包括，加利福尼亚州、芝加哥、伦敦、巴
黎等影响力较大的次国家行为体，以及国际工

会联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简称 ＩＴＵＣ）、 世界可持续发 展 工 商 理 事 会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简称 ＷＢＣＳＤ）等商业非政府组织。 而社

会性影响力是指，通过社会资本建立正式或非

正式合作网络的能力，在治理过程中有助于成

员之间形成集体性身份意识，在执行行动时具

有更强的结构性影响力。 其典型代表包括具有

强大社会资源且对气候谈判产生间接影响的城

市联盟、跨国非政府组织以及智库等，如 Ｃ４０ 城

市气候领导联盟、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

事会（ＩＣＬＥＩ）等跨国城市网络，以及自然资源保

护协会（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简称

ＮＲＤＣ）以及乐施会（Ｏｘｆａｍ）等组织。 资源性影

响力和社会性影响力合在一起可以称为结构性

影响力，可以通过城市、企业及企业联盟、智库、
非政府组织等不同类型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广

泛协作来强化其影响能力。 这种治理模式更趋

近于《巴黎协定》所强调的多利益攸关方参与，
将来自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全球市民社会的

共同努力集结在一起，最大程度上利用城市等

地方性公共权威的自主性、私营部门的资金技

术实力和商业网络及包括非政府组织和智库在

内的强大社会资本和规范影响力，从而将非国

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影响力和行动

空间最大化。
象征性影响力是指，提出同特定规范性主

张相关的合法性话语的能力，旨在为广大公众

意见和边缘化声音发声，推进新的治理规范扩

散。 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内政

策、项目实施以及行为体联动三个方面。 在国

内政策层面，以英国基督教援助协会为代表的

非政府组织通过规范性宣称和说服策略等来尝

试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在项目实施层面，各跨

国城市网络通过最优实践的推广来促进低碳治

理规范扩散，如国际热带农业中心等非政府组

８７

①

②

③

④

Ｃｌａｉｒ Ｇ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Ｓｉｍｏｎ Ｓｈａｃｋｌｅ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ａｂｌ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ＧＯ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７７， Ｎｏ．２， ２００１， ｐｐ． ３２９－３４６．

Ｏｌｅ Ｒ． Ｈｏｌｓｔｉ ａｎｄ Ｊ． Ｎ． Ｒｏｓｅｎａｕ， “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２， １９８８， ｐｐ．２４８－２９４．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Ｍ． Ｂｅｔｓｉｌｌ ａｎｄ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Ｃｏｒｅｌｌ ｅｄｓ．， ＮＧＯ Ｄｉｐｌｏｍａ⁃
ｃ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ａｌｋｎ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 Ｎｅｏ－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Ｍ． Ｏｕｇａａｒｄ ａｎｄ Ａ． Ｌｅａｎｄｅｒ ｅｄ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０， ｐｐ． ９９－
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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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结合自身特点组织和实施了多个气候治理项

目，通过项目实施带动治理规范演进；在行为体

联动方面，体现为城市网络、非政府组织同企业

的联合倡议行动，如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

理事会同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及企业联盟

合作，通过影响地区治理范式和行业行为规范

等方式助力气候治理。

二、去气候化背景下美国非国家行为

体强化治理权威的路径

　 　 特朗普政府“去气候化政策”体现在国内和

国际两个层面。 国内层面的去气候化政策是

“主动出击式”地撤销项目和削减预算，以经济

和行政手段制约气候行动。 如减少了美国环保

署（ＥＰＡ）２０１８ 财年近三分之一的财政预算，撤
销了美国宇航局预算中的四个气候研究项目；
废除《清洁电力计划》，解除联邦土地煤炭开采

租赁禁令及石油、天然气和页岩气开采的相关

限制，为传统能源发展进行政策解禁。 而国际

层面的去气候化政策为“消极逃避式”退约和不

作为。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召开的 Ｇ７ 首脑峰会和 ７ 月

举办的 Ｇ２０ 峰会，均因美国立场分歧未能就气

候变化议题达成一致；８ 月美国正式向联合国递

交退出《巴黎协定》文书，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正式退出；在 ２０１７ 年波恩气候大会以及 ２０１８
年卡托维茨气候大会期间，美国官方代表团办

公室都大门紧闭，与 ２０１５ 年巴黎气候大会时的

领导者风范有着天壤之别。 在这一背景下，美
国的非国家行为体做出了“应激式”的积极回

应，通过多种路径来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

中的影响力和能力，追求地方性领导力。

２．１　 通过多元网络性伙伴关系来建构其结构性

影响力

　 　 自 ２００９ 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面对政府间

多边主义谈判陷入“京都困境”，美国非国家行

为体开始注重通过网络性伙伴关系的构建来提

升自身的影响力，这主要体现为不同层次国家

行为体联盟的建立，如包括美国 １４ 个州及波多

黎各的美国气候联盟（Ｕ．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以
及涉及 ３８３ 个城市的美国市长气候联盟（Ｕ．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Ｍａｙｏｒｓ）。 两者分别占美国人口的 ３６％
和 ２３％，以及经济比重的 ４０％和 ２７％。① 就在特

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三天之后，一个史无

前例的美国非国家行为体联盟“我们仍在”（Ｗ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Ｉｎ）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５ 日宣布成立，这一

包容性更强的伙伴关系包括了来自美国各州、
城市、企业、市民团体、非盈利组织和各大学及

研究机构等 １ ２００ 多个参与者，他们签署了《我
们仍在宣言》，旨在通过网络性联系聚集更多的

社会和市场力量，支持《巴黎协定》中的美国各

项目标的实现。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这个网络已

经快速壮大到 ２ ３００ 多个成员（包括 ９ 个州、２３９
个城市和区县、１ ７４７ 个企业以及 ３２５ 个大学及

研究机构）。 这一伙伴关系网络集中体现了多

利益攸关方参与的多元治理理念，将公共部门、
私营部门和市民社会的努力汇聚在一起，如美

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ＡＳＢＣ）、彭博慈善基

金会、Ｃ４０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环保企业家网

络、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世界自然

基金会等组织和协调行动，其支持成员已经超

越美国两党界限，涵盖了美国 ５０ 个州超过 １．３
亿美国人（占人口总量的 ４０％）和 ８．５ 万亿美元

的经济份额（占经济总量的 ４５％）。 正是美国退

出《巴黎协定》进一步刺激了多元包容性伙伴关

系网络的形成，推进美国非国家行为体在去气

候化政策背景下依然实现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

层面的可见性， 并不断提升自身的全球影

响力。②

９７

①

②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ｌｅｄｇｅ， Ｐｈａｓｅ １ Ｒｅ⁃
ｐｏｒｔ：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Ｕｐ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ｌｅｄｇ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ｐ．９６，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ｈｕｂ． ｉｏ ／ ｄｏｔ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２８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ＰｌｅｄｇｅＰｈａｓｅ
ＯｎｅＲｅｐｏｒｔＷｅｂ．ｐｄｆ．

同①， ｐｐ．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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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支持《巴黎协定》的美国非国家行为体网络

美国非国家行为体

行动网络名称
行为体种类 行为体数量

人口以及在美国

总人口中的占比

（２０１７）

经济规模以及在美国

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

（２０１７）

目前温室气体排放和

在美国总量中占比

（２０１７）

美国气候联盟 （ Ｕ． 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州 １４ 个州及波多黎各 １．１８ 亿 ３６％ ＄ ７．６ 万亿 ４０％ １．５ Ｇｔ ＣＯ２ｅ ２３％

美国市长气候联盟

（Ｕ．Ｓ．Ｃｌｉｍａｔｅ Ｍａｙｏｒｓ）
城市 ３８３ 个城市 ０．７４ 亿 ２３％ ＄ ５．０ 万亿 ２７％ １．０ Ｇｔ ＣＯ２ｅ １５％

我们仍在（Ｗ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Ｉｎ）
多元包容 ２ ３２０ 个多元行为体 １．３１ 亿 ４０％ ＄ ８．５ 万亿 ４５％ １．８ Ｇｔ ＣＯ２ｅ ２７％

美国承诺倡议联盟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ｌｅｄｇｅ）
多元包容 ３ ０６７ 个多元行为体 １．５９ 亿 ４９％ ＄ １１．４ 万亿 ５４％ ２．３ Ｇｔ ＣＯ２ｅ ３５％

　 　 资料来源：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ｌｅｄｇｅ， Ｐｈａｓｅ １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Ｕｐ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ｐ．９６；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ｅｓ，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Ｐｌｅｄｇｅ： Ｈｏｗ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Ａｒ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ａ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８， ｐ．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ｂｈｕｂ．ｉｏ ／ ｄｏｔ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２８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Ａ⁃

ｍｅｒｉｃａｓ－Ｐ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８．ｐｄｆ．

　 　 通过联合“我们仍在”联盟、美国气候联盟

和美国市长气候联盟，前纽约市长和联合国特

使迈克尔·布隆伯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和前

加利福尼亚州长杰瑞·布朗（ Ｊｅｒｒｙ Ｂｒｏｗｎ）于

２０１７ 年底共同发起一项范围更大的名为“美国

承诺”（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Ｐｌｅｄｇｅ）的网络行动倡议，截
止到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该网络包括美国 １７ 个州、５４０
个城市和县、１ ９１４ 个企业和投资者，３４３ 所学院

和大学及 ２５３ 个社会组织，他们表示支持美国

在《巴黎协定》框架下实现之前所承诺的温室气

体减排目标。① 得益于既有的社会性影响力和

资源性影响力优势，“美国承诺”倡议网络包括

的非国家行为体占美国总人口的 ４９％ （１． ５９
亿），其中经济总量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
总量的 ５４％（１１．４ 万亿），二氧化碳排放占美国

总排放的 ３５％（２．３ Ｇｔ ＣＯ２ｅ）。 如果将其同其他

大国对比的话，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经济体量

之和仅次于美国和中国，位列世界第三，总量相

当于日本的两倍、德国的近三倍（参见图 ２），体
现了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日益攀升的结构性影

响力和地区性领导力。

２．２　 通过议题引领和主场峰会来提升手段性影

响力

　 　 同历次政府间气候谈判缔约方会议平行召

图 ２　 美国支持《巴黎协定》的州及城市同

其他大国的 ＧＤＰ 对比（单位：万亿）
资料来源：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ｅｓ，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Ｐｌｅｄｇｅ： Ｈｏｗ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Ａｒ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ａ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８，

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ｈｕｂ． ｉｏ ／ ｄｏｔ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２８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Ｐ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８．ｐｄｆ．

开的气候边会是众多非国家利益攸关方参与全

球气候治理最为重要的路径之一，各类非国家

行为体可以通过会议观察员的身份来分享信

息、引领议题以及发挥边会的机制性影响。 特

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导致 ２０１７ 年的波恩

０８

①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ｅｓ， “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Ｐｌｅｄｇｅ：
Ｈｏｗ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Ａｒ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ａ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８， ｐ． 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ｈｕｂ． ｉｏ ／ ｄｏｔ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２８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 Ｐｌｅｄｇｅ －
２０１８．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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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官方“美国角”的缺失。 但美国非国家行

为体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地方气候行动展示，
迈克尔·布隆伯格出资搭建的“美国气候行动

中心”在气候大会会场附近开放，超过 １００ 位来

自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的

参与者支持与声援《巴黎协定》。① 在会上，布
隆伯格和杰瑞·布朗作为联合主席在会上发

布“美国承诺”网络行动倡议。 同时还出版了

《美国的承诺 １ 阶段：美国各州、城市和企业正

在加紧气候行动》报告，并将此报告提交给《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帕特里西亚

·埃斯皮诺萨（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Ｅｓｐｉｎｏｓａ）。 该报告概

述了当前美国非国家行为体的气候政策和行

动，并确定了中短期可以强化地方行动的治理

领域。② ２０１８ 年布隆伯格又向波兰卡托维茨气

候大会提交了所承诺的第二阶段报告，即《履行

美国的承诺：各州、城市和企业如何引领美国走

向低碳未来》，其中汇总和量化了美国非国家行

为体的行动潜力，包括这些行动如何促进《巴黎

协定》中所规定的美国排放目标的实现。③ 与此

同时，匹兹堡市长比利·佩杜托（Ｂｉｌｌ Ｐｅｄｕｔｏ）在
会上代表所有美国市长反驳特朗普政府的立场，
并基于上述报告的结论从气候治理实践和科学

能力分析层面引领了气候大会的讨论议题。
除了议题引领之外，美国非国家行为体也

很看重地方峰会在全球治理中的号召力和影响

力。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芝加哥与气候与能源全

球市长盟约（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 ｏｆ Ｍａｙｏｒｓ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共同举办了首届北美气候峰

会。④ 在此次峰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 ５０ 多名

地方领导人继续讨论“自下而上”的气候行动，
并重申了他们致力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决

心。 前总统奥巴马发表了主旨讲话，强调了非

国家行为体支持美国气候承诺的重要性。 除了

支持“美国承诺”的倡议，超过 ５０ 位全球市长在

峰会上签署了 《芝加哥气候宪章》 （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⑤这是针对气候变化的首个次

国家行为体国际宪章，它代表了世界上 ５０ 多个

城市承诺继续采取积极的气候行动，以履行《巴
黎协定》的目标，确保了地方气候行动在全球治

理中的领先地位。⑥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非国家

行为体还注重通过全球峰会的形式将其影响力

全球化。 布朗同《公约》秘书处合作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至 １４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召开了

全球气候行动峰会（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ｕｍ⁃
ｍｉｔ），旨在将各个国家领导人、地方官员、企业、
科学家、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汇集起来应对

气候变化，加强全球碳减排努力。⑦ 本次峰会特

别注重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的合

作，体现为多元参与的联合主席制，包括前加州

州长布朗、《公约》执行秘书帕特里西亚·埃斯

皮诺萨、印度汽车巨头马恒达集团的总裁阿南

德·马恒达（Ａｎａｎｄ Ｍａｈｉｎｄｒａ）以及联合国秘书

长的城市与气候变化特使布隆伯格。⑧ 在此次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美国气候行动中心的规模足有 ２７ ０００ 平方英尺，是之前

美国角的十倍之大且举办了 ４４ 次边会活动，不仅引领了很多气候

议题，同时还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笔者注：美国承诺整合和量化美国国家、城市和企业的行

动，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支持《巴黎协定》目标。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ｅｓ， “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Ｐｌｅｄｇｅ：

Ｈｏｗ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Ａｒ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ａ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ｂｈｕｂ．
ｉｏ ／ ｄｏｔ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２８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Ｐ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８．ｐｄｆ．

同时峰会得到了乔伊斯基金会（ ｔｈｅ Ｊｏｙ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麦
克阿瑟基金会（ ｔｈｅ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和皇冠家族慈善 （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ｅｓ）的支持和赞助。

４０ 多位美国市长以及十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市长，如墨

西哥市长米格尔·安赫尔·曼塞拉（Ｍｉｇｕｅｌ Áｎｇｅｌ Ｍａｎｃｅｒａ）、温哥

华市市长格雷戈尔·罗伯森（Ｇｒｅｇｏｒ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巴黎市长安娜·
伊达尔戈（Ａｎｎｅ Ｈｉｄａｌｇｏ）等。

峰会上还举办了第五届 Ｃ４０ 城市彭博慈善奖，从而奖励

那些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最具创新力和最有影响力的市长们。
该奖项分别颁布给来自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两位获奖者。 Ａ⁃
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Ｐｌｅｄｇｅ， “ Ｍａｙｏｒ Ｅｍａｎｕｅ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ｙｏｒｓ 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ｕｍｍｉｔ”，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ｐｌｅｄｇｅ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ｍａｙｏｒ － ｅｍａｎｕｅｌ －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ｙｏｒｓ － ｓｉｇｎ － ｃｈｉｃａｇｏ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ｃｈａｒｔｅｒ － ｎｏｒｔｈ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ｕｍｍｉｔ ／ ．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ｕｍｍｉｔ， “ Ｓｕｍｍｉ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ｕｍｍｉｔ．ｏｒｇ ／ ｓｕｍｍｉｔ－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 ．

其下的顾问委员会也包括多元参与者：Ｃ４０ 的执行主任

马克·瓦茨（Ｍａｒｋ Ｗａｔｔｓ）、国际气候行动网络的执行主任沃尔·
哈麦丹（Ｗａｅｌ Ｈｍａｉｄａｎ），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商业网络

（ＢＳＲ）总裁阿伦·克莱默（Ａｒｏｎ Ｃｒａｍｅｒ）， ＷＷＦ 气候和能源实践

项目领导曼努埃尔·普勒·瓜维达尔（Ｍａｎｕｅｌ Ｐｕｌ Ｇａｒ－ｖｉｄａｌ）， 致

力于改善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实践的美国投资者和环境领袖联

盟 Ｃｅｒｅｓ 的主席明迪·鲁勃（Ｍｉｎｄｙ Ｌｕｂｂ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ｕｍｍｉｔ， “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ｕｍｍｉｔ．ｏｒｇ ／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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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上，与会者做出重大气候承诺，以支持巴黎

气候行动的五个关键领域，即健康能源系统、包
容性经济增长、可持续社区、土地和海洋管理以

及气候变化投资，以推动全世界范围更广泛的

承诺并加速行动。①

２．３　 通过权威性和系统性研究强化认知性影

响力

　 　 美国非国家行为体注重通过严谨的科学研

究和发布系统性追踪报告来提升其认知性影响

力。 如上述《美国承诺》系列报告是国际社会第

一次专门讨论和分析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
黎协定》后美国非国家行为体气候行动范围和

规模的报告。 该报告量化分析了公众对协议的

支持程度，通过科学性的知识权威建构来增强

非国家行为体实现《巴黎协定》中美国国家承诺

的信心。 如《履行美国的承诺》报告指出，根据

目前美国各州、城市和实体经济的承诺，加上市

场力量，到 ２０２５ 年，美国的排放量将比 ２００５ 年

的水平低 １７％，已经可以完成美国当初承诺目

标的三分之二；②如果采取“我们仍在”联盟所制

定的十大气候行动战略 （ Ｔｅ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则可以实现 ２１％的减排；③如果在此

基础上进行强化行动，则可以实现 ２４％的减排，
离国家目标只有 ２％的差距（参见图 ３）。

图 ３　 三种行动情景模式下美国近期和长期气候减排目标的实现路径（单位 Ｍｔ ＣＯ２）

资料来源：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ｅｓ，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ｌｅｄｇｅ： Ｈｏｗ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Ａｒ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ｏ ａ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８， ｐ．２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ｂｈｕｂ．ｉｏ ／ ｄｏｔ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２８ ／ ２０１８ ／ ０９ ／ 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Ｐ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８．ｐｄｆ．

　 　 在提升认知性影响力方面，美国智库和科

学家团体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虽然受制于

美国两党选举的国内政治，美国气候政策一直

处于左右摇摆的状态，但美国学界在全球气候

研究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尤其在海平面变化、
长期气候变化、渔业或畜牧业与气候变化、适应

气候变化、交通与气候变化、建筑与气候变化等

领域处于优势地位。 比如在对国际气候谈判提

供重要知识支撑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以下简称 ＩＰＣＣ）的前五次评估报告撰

写过程中，来自美国的科学家在 ＩＰＣＣ 工作组中

作为召集人、主要作者、贡献作者和评审编辑的

人数一直居于首位。④ 虽然特朗普政府削

２８

①

②

③

④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Ｓｕｍｍｉｔ， “ Ｓｕｍｍｉｔ Ｎｅｗ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ｌｏｂ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ｕｍｍｉｔ．ｏｒｇ ／ ｓｕｍｍｉｔ－ｎｅｗｓ ／ ．

根据奥巴马所提交的《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至
２０２５ 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将比 ２００５ 年水平降低 ２６～２８％。

十大气候行动战略包括：（ １）双倍提升可再生能源目

标；（２）加快煤炭发电退出；（３）鼓励住宅和商业建筑能效提升；
（４）建筑能耗的电力化；（５）加速电动汽车（ＥＶ）的使用；（６）逐

步减少高污染液压油的使用（ＨＦＣ）；（７）禁止矿井甲烷泄漏；
（８）减少城市甲烷泄漏；（９）制定碳封存的区域战略；（１０）组建

国家碳定价联盟。
前总统奥巴马卸任后在权威期刊《科学》发表题为《不可

逆转的清洁能源发展趋势》的长文，指出经济发展可以同能源耗

费相脱节；美国企业在清洁能源方面的投资增加；美国风力和太阳

能电力成本显著下降，正经历重要的低碳转型期。 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ｏｆ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３５５，
Ｎｏ． ６３２１， ２０１７，ｐｐ． １２６－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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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了气候变化研究的大量经费，但是对很多州

和城市等次国家行为体以及智库研究机构和非

政府组织的气候研究影响并不是很大。 很多地

方公共研究部门和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同私营部

门合作来补充其研究所需资金，如继 ２０１５ 年成

立突破能源联盟（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之后，以比尔·盖茨（Ｂｉｌｌ Ｇａｔｅｓ）为首的来自全

球顶级科技、互联网公司、工业集团和投资集团

的商界领袖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宣布成立“突破能

源 风 险 投 资 基 金 ” （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简称 ＢＥＶ），初始资金募集超 １０ 亿美

元，专注于清洁能源创新项目，充分体现出跨国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优势。 皮尤研究中心（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作为美国侧重于独立民调研究

的高端智库，每年都推出关于气候变化民意和

清洁能源发展的系列研究报告，如 ２０１６ 年皮尤

研究中心展开了关于气候政治的系统性调研，
指出大部分美国民众支持风能（８３％）和太阳能

（８９％）发展以扩大可再生能源供应。① ２０１８ 年

该中心最新调查报告称，根据 ２６ 个国家的民调

显示，大部分国家将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网络

安全视为对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 除中东和北

美地区，欧洲、亚太、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公众均

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最重要的威胁。 同 ２０１５
年相比，气候变化在全球威胁认知中的占比直

线提升（从 ４６％上升至 ６７％），成为网络安全

（从 ３０％升至 ６１％）之后上升幅度排名第二的全

球威胁。 该类智库通过科学调查来强调气候变

化的民意基础，从而提升自身在气候治理中的

认知性影响力。

表 ３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皮尤全球威胁调查报告比较（数据为百分比）

２０１８ 年皮尤全球威胁调查报告 ２０１５ 年皮尤全球威胁调查报告

排序 调查领域 全球 欧洲 亚太 中东 非洲 拉美 北美 排序 调查领域 全球 美国 欧洲 中东 亚太 拉美 非洲

１ 全球气候变化 ６７ ７８ ６９ ４４ ６６ ７５ ６８ １ 全球气候变化 ４６ ４２ ４２ ３５ ４１ ６１ ５９

２ 伊斯兰国（ＩＳＩＳ） ６２ ７１ ６６ ５７ ６２ ５１ ５９ ２ 全球经济状况 ４２ ５１ ４０ ３３ ３５ ５４ ５０

３ 网络安全 ６１ ６１ ６７ ４４ ６０ ６２ ６９ ３ 伊斯兰国（ＩＳＩＳ） ４１ ６８ ７０ ５４ ４５ ３３ ３８

４ 朝鲜核问题 ５５ ５１ ５８ ３６ ４６ ５５ ５４ ４ 伊朗核问题 ３１ ６２ ４２ ２９ ２９ ３３ ２９

５ 全球经济状况 ５０ ４２ ５３ ３５ ５７ ６５ ４３ ５ 网络安全 ３０ ５９ ３５ ２２ ３５ ３３ ３０

６
美国权力

和影响
４５ ３８ ５２ １８ ４９ ５８ ４９ ６

俄罗斯权力和

影响
２４ ４３ ４１ １８ ２２ ２２ ２０

７
俄罗斯权力

和影响
３６ ３８ ３９ ２８ ３５ ３６ ４１ ７

中国同邻国

领土纠纷
１８ ３０ １７ １４ ３１ ２１ ２２

８
中国权力和

影响
３５ ３０ ５４ １８ ３３ ３８ ４０

　 　 资料来源：Ｊａｃｏｂ Ｐｏｕｓｈ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Ｈｕａｎｇ，“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ｔｉｌｌ Ｓｅｅｎ ａｓ ｔｈｅ Ｔｏ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ｂｕｔ Ｃｙｂｅｒａｔｔａｃｋｓ ａ Ｒｉｓ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ｐ．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ｏｒｇ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１０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ｉｌｌ－ｓｅｅｎ－ａｓ－ｔｈｅ－ｔｏｐ－ｇｌｏｂａｌ－ｔｈｒｅａｔ－ｂｕｔ－ｃｙｂｅｒａｔｔａｃｋｓ－ａ－

ｒｉｓ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ｒｎ ／ ； Ｊｉｌｌ Ｃａｒｌ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ｅｅｎ ａｓ Ｔｏ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ｒ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ＩＳＩＳ ａｓ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Ｄａｎ⁃

ｇｅｒ”，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ｐ．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ｅｗｇｌｏｂａｌ．ｏｒｇ ／ ２０１５ ／ ０７ ／ １４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ｅｅｎ－ａｓ－ｔｏｐ－ｇｌｏｂａｌ－ｔｈｒｅａｔ ／ ．

２．４　 把握政治机会并塑造集体认同以增显象征

性影响力

　 　 自 ２００９ 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由于“自上

而下”的京都模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机制僵化

和执行困境，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开始通

过正式和非正式的互动渠道提升自身在气候谈

判缔约方会议（ＣＯＰ）中的影响力。 非国家利益

攸关方的参加不仅提升了各方信息交流的透明

３８

① Ｃａｒｙ Ｆｕｎｋ ａｎｄ Ｂｒｉａｎ Ｋｅｎｎｅｄｙ，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ｔｔｐ： ／ ／ ａｓｓｅｔｓ． 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 ／ 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ｉｔｅｓ ／ １４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１４０８０９００ ／ ＰＳ ＿ ２０１６． １０． ０４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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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正式的气候谈判提供大量新的解决方案，
同时为气候变化谈判之外的议题进入谈判提供

契机。 自 ２０１４ 年利马会议（ＣＯＰ２０）以来，关于

“自下而上”模式的探讨已经成为气候治理模式

变迁的重要方向，希望通过促进公共部门、私营

部门和全球市民社会的联合行动来弥补国家层

面温室气体减排同最终 ２℃目标实现之间的“排
放差距”。① 利马会议推动了《利马巴黎行动议

程》（ＬＰＡＡ）的达成，②旨在提供更多的参与性

渠道和制度性保障，从而鼓励众多的非国家行

为体参与联合国主导的《公约》核心治理框架。
基于此，公约秘书处建立了非国家行为体气候

行动区域（ＮＡＺＣＡ）平台，其中包含了由城市、企
业、投资者和民间组织等所组成的 ７７ 个跨国合

作机制，共提出了 １２ ５４９ 项气候变化承诺。③ 在

该平台中，美国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充分把握了这

一政治机会，积极参与平台行动，其温室气候减

排承诺数量近 ８００ 个，位列全球首位（参见图 ４）。
这种全球倡议行动不仅有助于提升美国非国家

行为体在全球气候议题的引领能力，还显示了其

地方行动在全球层面的可见性和影响力。

图 ４　 非国家行为体气候行动区域平台（ＮＡＺＣＡ）中
各国非国家行为体的承诺数量比较（前 １５ 位）
数据来源：Ｏｓｃａｒ Ｗｉｄｅｒｂｅｒｇ，“Ｔｒｕｍｐｉｎｇ Ｍｒ． Ｔｒｕｍｐ ｗｉｔｈ Ｂｏｔ⁃

ｔｏｍ－ｕｐ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ＥＮＳＥ） ｉ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 ／ ／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ｕ ／ ？ ｐ＝ ４４８．

以气候行动网络（ＣＡＮ）为例，这是包括来

自 １２０ 个国家的 １ １００ 个非政府组织所组成的

伞形联盟。 自建立之初就活跃在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上，作为非政府组织群体的代表发声，负
责与《公约》秘书处对接。 其中，美国气候行动

网络（ＵＳＣＡＮ）是美国活跃在气候变化领域的

１６５ 个非政府组织的网络联合。④ 其目标是建

立一个强大、包容、互信的美国非政府组织网

络，在缔约方会议上通过积极推动“促进性对

话”来塑造集体认同。⑤ ２０１５ 年气候变化巴黎大

会上所确定的“促进性对话”机制，旨在围绕全

球减排差距、长期减排目标以及如何弥合差距

三大议题展开讨论。⑥ ２０１６ 年底的马拉喀什会

议决定，就促进性对话的组织安排同各缔约方

开展包容和透明的磋商。 在 ２０１７ 年的波恩会

议上，主席国斐济正式将来年举行的促进性对

话命名为“塔拉诺阿对话”（Ｔａｌａｎｏ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⑦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ｅｅ Ｓａｎｄｅｒ Ｃｈａｎ， Ｃｌａｒａ Ｂｒａｎｄｉ， ａｎｄ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Ｂａｕｅｒ，
“Ａｌｉｇｎ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ｆｒｏｍ Ｐａｒ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２５， Ｎｏ．２， ２０１６， ｐｐ．２３８－２４７；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ａｌｅ， “Ａｌｌ Ｈａｎｄｓ ｏｎ Ｄｅｃｋ：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３，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２－２２．

ＬＰＡＡ， “Ｌｉｍａ － Ｐａｒｉ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１，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ｖｉｌｓ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 ｕｎｆｃｃｃ－ｕｐｄａｔｅｓ－
ｌｉｍａ－ｐａｒｉ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ｇｅｎｄａ ／ ．

行为体包括城市（２ ５０８ 个）、地区（２０９ 个）、企业（２ １３８
个）、投资者（４７９ 个）和民间社会组织（２３８ 个）。 ＮＡＺＣＡ，“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ＵＮＦＣＣＣ， Ｍａｙ １７，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ａｃｔｉｏｎ．ｕｎｆ⁃
ｃｃｃ．ｉｎｔ ／ ．

既包括一些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如世界资源研究所

（ＷＲＩ）、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地球之友（ＦｏＥＩ）、乐施会（Ｏｘ⁃
ｆａｍ）；也包括美国本土的社会组织，如美国救援行动（ ＡｃｔｉｏｎＡｉｄ
ＵＳＡ）、节能联盟 （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ａ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塞拉俱乐部 （ Ｓｉｅｒｒａ
Ｃｌｕｂ）、可持续美国（Ｓｕｓｔａｉｎ ＵＳ）；还包括一些联盟性组织，如可负

担能源 联 盟 （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 气 候 教 育 联 盟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切萨皮克气候行动网络（Ｃｈｅｓａ⁃
ｐｅａｋ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简称 ＣＣＡＮ）等。

在美国气候行动网络（ＵＳＣＡＮ）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战略计划》
中，提出了八大优先议题：建立来源于草根的影响力；全球气候倡

议；社会与环境正义的气候适应与减缓；社会与经济正义转型；土
地、农业和气候变化；反对化石燃料的公共运动；联邦监督：抵制与

机会；百分百可再生能源。 通过这八大优先议题，实现从连接（信
息流动和关系建立）到结盟（发展和扩散共同的观点），再到生产

（强化集体身份和行动）的转变。
“ＣＯＰ２３ 第一周场内速递”， 关于 ２０１８ 促进性对话

（Ｔａｌａｎｏａ 对话）的内容，创绿研究院，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ｈｕｂ．ｏｒｇ ／ ？ ｐ ＝ ８０８３。

笔者注：塔拉诺阿（Ｔａｌａｎｏａ）是太平洋岛国语言中的词语，
意为彼此分享故事、培养共情和互信，并为集体利益做出明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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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通过“分享故事、培养共情”的形式使对话

参与方建立理解和信任，提高认识，共同寻求解

决问题的方法。 公约网站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

网上平台（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ｌａｎｏ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ｃｏｍ），向缔约

方和所有非缔约方开放，任何机构都有权提交

与对话主题相关的信息。 同时邀请缔约方和非

缔约方合作，举办全球性、区域性、国家性和地

方性不同层面的活动来支持对话机制的落实。
另外，斐济和波兰两主席国利用当年各类会议、
论坛、网络会议等途径，就塔拉诺阿对话相关问

题听取缔约方和非缔约方的意见。 这种以提倡

包容、鼓励参与、保证透明为原则的开放性对话

机制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提供了重要的政治

机会。① 美国气候行动联盟联同其他非政府组

织联盟利用“塔拉诺阿对话”的政治契机来发表

自己的观点，强调透明与充分交流有助于体现

弱势群体的治理诉求并促进基于社会公正的气

候适应行动和能源低碳转型，推动多元包容性

对话机制的落实。 该联盟充分利用了 ＩＰＣＣ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发布的《全球温升 １．５℃特别报告》
的契机提升话语空间，②推进基于 １．５℃目标的

强化行动在 ２０１８ 年卡托维茨会议（ＣＯＰ２４）上

的进一步深化，特别体现在《巴黎协定》落实细

节制定中。

三、美国地方气候行动的兴起

对于后巴黎时代气候格局的影响

“自下而上”的巴黎模式转型为非国家行为

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更大影响提供了重要

契机。 面对特朗普的“去气候化”政策，美国地

方气候行动的快速崛起及网络化的发展趋势都

使其成为气候治理中重要的力量，对后巴黎时

代的气候治理格局形成不容小觑的影响。

３．１　 通过地方性气候领导力的塑造推进气候引

领格局多元化

　 　 与前总统奥巴马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在

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态度反转在一定程度上为

全球气候变化行动蒙上了阴影。 首先，作为全

球最大经济体、第二大碳排放国和最大的历史

累积排放国，美国国家自主减排贡献方案的目

标难以实现，并且也为沙特、卡塔尔等一些当时

迫于国际舆论压力而签署《巴黎协定》的国家提

供了不履约的理由。 其次，气候资金缺口难以

弥补，包括美国计划为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提

供的 ２１％核心预算、美国国内环保和海外援助

项目支出，以及发达国家 ２０２０ 年前每年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 １ ０００ 亿美元的资金承诺。③ 与此同

时，随着难民危机和民粹主义的持续发酵，欧盟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

都有所下降，其领导力日渐式微。 在目前全球

气候治理出现领导力赤字和规范退化的背景

下，美国非国家行为体开始强调地方气候领导

力的塑造，进而推动了多元化气候引领动力格

局的形成，成为全球气候行动中新的动力引擎。
美国地方气候领导力的定位同其日益积极

的地方气候外交密不可分。 特朗普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的第二天，时任加州州长的杰瑞·
布朗就宣布启程访问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寻

找“外援”，在清洁能源技术、碳交易市场机制等

方面寻求与中方加强合作。 加州拥有全美最大

的碳交易体系，已经同加拿大魁北克省对接，布
朗希望与中方协商碳交易市场对接事宜。④ 而

美国纽约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则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 日到访巴黎，与巴黎市长安妮·伊达

尔戈（Ａｎｎｅ Ｈｉｄａｌｇｏ）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寻

５８

①

②

③

④

笔者注：在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至 ５ 月举行波恩谈判会议期间，
塔拉诺阿对话三个主题讨论分为 ６ 个小组平行举行，每个小组包

括 ３０ 名缔约方代表和 ５ 名非缔约方代表，使非国家行为体更多参

与到议题引入和政策制定进程中。
笔者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在韩国仁川发布了《全球温升 １．５ 度的特别报告》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ｏｆ １．５℃，简称 ＳＲ１５）。 报告指

出，到 ２０３０ 年全球就有可能升温 １．５℃，１．５℃与 ２℃的气候影响差

异显著，当温升超过 １．５℃到达 ２℃时，将带来更具破坏性的后果。
杨璨：“特朗普元年气候成绩单争议不断”，《文汇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６ 日，第 ５ 版。
加州有比较先进的低碳清洁技术创新中心和孵化中心，

包括氢燃料电池、碳捕捉和碳封存、清洁煤、智能电网技术，可以同

中国进行深入合作。 “美地方政府挺《巴黎协定》 加州州长来华

洽谈”，新华社，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０６ ／ ０３ ／ ｃ＿１２９６２４１７０．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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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欧盟国家的支持，他强调美国人不需要华盛

顿履行在巴黎许下的承诺，美国人也不会让华

盛顿阻挡其履行承诺。 布隆伯格承诺向协调

《巴黎协定》的联合国机构提供 １ ５００ 万美元的

资金援助。 在 ２０１８ 年波兰卡托维茨会议上，
“我们仍在”与世界环境基金合作设立美国气候

行动中心，除了众多的边会活动，他们还通过美

国前首席气候律师兼谈判代表苏·比尼亚兹

（Ｓｕｅ Ｂｉｎｉａｚ）和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

恩（Ｔｏｄｄ Ｓｔｅｒｎ）等人进一步游说并协调各国谈

判代表团，这些地方性气候外交将进一步提升

后巴黎时代气候领导模式的多元化。①

与此同时，以美国气候行动联盟为代表的

非国家行为体联盟倡导地方气候领导力的规范

建构和人才培养。 ２０１７ 年他们所倡导的领导力

发展计划（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以下简称 ＬＤＰ）旨在提升市民社会的气候治理

领导能力，使其对各国政府提出更具影响力和

引领力的低碳倡议，促使政府层面制定更为雄

心勃勃的气候变化政策和目标。 ＬＤＰ 计划召集

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员，通过“边学边做”的
形式就其领导技能进行培训和辅导，旨在培养

引领气候行动的社会活动家。 如在政策领域

上，学员能够参与国家和国际的战略政策辩论，
从而提出政策建议，与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建立伙伴关系；在能力建设上，根据其专业目标

和兴趣，发展在政策、宣传、交流和项目管理方

面的领导技能和能力。② 这种针对气候领导人

才的培养项目更显示了美国非国家层面推进多

元化气候引领格局的努力和信心。

３．２　 通过地方治理实践及规范标准来影响气候

治理模式

　 　 从气候治理多边进程看，传统的气候谈判

更多聚焦于如何分配减排义务，但《京都议定

书》的谈判和履行过程说明了这种方式容易陷

入长期博弈和讨价还价的困境，达成的协议往

往是各种利益的妥协，缺乏力度。 因此，２０１５ 年

达成的《巴黎协定》建立了一种各国自主提出贡

献目标的气候治理制度，基于各自能力的原则

给予各国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性。 如果说京都

模式的动力来自于自上而下设定发达国家减排

指标的方式来推进气候谈判，那么“自下而上”
的巴黎模式的动力来源则是各国自主贡献背后

的气候治理实践。 在低碳转型国际大趋势下，
能否在低碳技术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中占据

优势地位将会决定一国在未来国际体系中的发

展格局。 同之前主要由气候谈判来决定气候治

理的格局相反，在后巴黎时代，来自于地方的气

候治理实践及其所承载的低碳规范标准将在更

大程度上推动和影响气候谈判的展开。
以“美国承诺倡议”为例，它的成立将多元

伙伴关系的网络治理模式进一步向前推进，通
过不同非国家行为体的治理实践和规范标准

的设立来展示美国支持《巴黎协定》并引领气

候治理的决心。 美国各州、城市、大学、企业和

其他地方行动体依靠自身不同的优势和行动

特点来践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如美国企

业正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美国近半数的大公司

至少有一个气候减缓或清洁能源目标，将低碳

战略纳入其日常工作。 美国很多州和城市地

方政府开始投资绿色可持续基础设施、提出雄

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承诺以及致力于减少碳

足迹。 如加州地方政府在落实和实施气候变

化相关法规政策或行动方案的过程中，通过同

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加州能效合

作联盟等组织进行合作来联合推出低碳治理

标准。 这种可推广、可复制的温室气体控制机

制，保障各地方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实施计

划上大致同步。③ 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正致

６８

①

②

③

Ｗ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ｙ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Ｕ．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ＣＯＰ ２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１，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ｅ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ｉｎ．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 －ｍａｎｙ － ｆａｃｅｓ － ｕｓ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ａｃｔｉｏｎ －
ｃｏｐ２４．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ＬＤＰ）”， ＵＳＣＡ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ｌｉｍａｔ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ｒｇ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ｐｒｏｇｒａｍ．

范式化的温室气体控制推进机制包括，编制基准温室气

体（ＧＨＧ）清单、设定减排目标、制定减排计划、实施减排措施和监

控进度并评估结果。 林炫辰， 李彦， 李长胜：“美国加州应对气候

变化的主要经验与借鉴”，《宏观经济管理》，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８７
－９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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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同时认为高等教育

机构拥有能力、有潜力、也有必要来教育和塑

造未来美国的气候领导精英人才。 各类社会

组织更多从价值规范的角度来倡导新的实践

行为，比如通过促进性对话机制将其所倡导的

规范进一步体现后巴黎时代的治理规则细节

谈判中（参见表 ４）。 总之，这些地方气候行动

实践及其所推进的气候治理规范标准会随着

美国地方领导力的兴起而具有更多的国际

影响。

表 ４　 参与“美国承诺”倡议网络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治理实践分类

成员类型 行动策略或行动网络 治理实践描述及标准规范确立

企业和

投资者

采用基于科学的目标
全国各地的企业者将减排战略纳入其发展战略中，使全球气温保持在 ２℃以下。

以科学为基础的目标提供了分析和技术援助的基础，以支持企业向低碳模式过渡。

承诺 １００％可再生能源，如 ＲＥ１００ 网络 超过 １００ 个公司加入 ＲＥ１００ 网络，并承诺 １００％使用可再生电力，加快能源转型。

致力于提高能源生产率，如 ＥＰ １００
ＥＰ１００ 是一个全球性的企业倡议，想通过加倍能源效率的方式减少其“碳足迹”，

同时降低能源成本。

可再生能源买家联盟（ＲＥＢＡ） 通过将企业能源需求同可再生能源供应相衔接来加速能源的清洁低碳转型。

投资者：加入脱碳组合联盟（ＰＤＣ）
脱碳组合联盟是一个致力于通过动员投资者承诺逐步降低投交组合中碳比例来

减少碳排放的倡议联盟。

签署蒙特利尔碳承诺 投资者承诺每年测量和公开披露其投资组合中的碳足迹。

城市等

次国家

行为体

气候与能源全球市长盟约（ＧＣＭＣＥ）

全球最大的城市共享和建设气候行动的平台，包括美国 １７５ 个城市，以及全球超过

６５０ 个其他城市。 签署城市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力，

并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追踪其进展，并促进城市之间的最优实践学习。

气候市长网络（Ｃｌｉｍａｔｅ Ｍａｙｏｒｓ）

由美国市长组成的网络，承诺在其辖区采取行动，并共同努力确保在联邦和国际

层面为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提供支持性政策。 ３５０ 多名气候市长签署了一份承

诺，为履行《巴黎协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美国

各州

２ 度以下网络（Ｕｎｄｅｒ ２℃）
签约州承诺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１９９０ 年的基础上减少 ８０ 至 ９５％，或到 ２０５０ 年时

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限制为 ２ 公吨。

美国气候联盟（Ｕ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致力于实现与《巴黎协定》目标相一致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州的联盟。

国家能源效率的注册表（ＮＥＥＲ）
州层面网络平台，有属于各州实现能源和环境目标、披露被监管机构的履约行为，

并推动在能源效率和节能节水倡议中的自愿投资。

大学和

学院

校长气候领导承诺（ＰＣＬＣ）

这是一个由大学和学院组成的致力于全球气候问题和校园行动的网络平台。 签

署方做出了制度性承诺，减少校园中温室气体排放量，提升社区的气候适应能力，

在教育体系中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教学实践。

校园清洁技术先锋（Ｃａｍｐｕｓ Ｃｌｅａｎｔｅｃｈ

Ｐｉｌｏｔｓ）

高校可以作为测试新的清洁能源技术的支持性平台来加速低碳经济的转型。 不

仅世界受益于这些创新，而且高等教育机构可以获得更多相关学术研究和课堂学

习的机会。

碳信用和采购计划（Ｃ２Ｐ２）
一项支持高校发展和营销碳补偿的倡议，从而加速校园碳中立进程（ｃａｍｐｕ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碳补偿网络（Ｏｆｆｓｅ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作为一个高校资源网络，旨在提升碳补偿项目的创新性和适用性，使之可以大规

模推广。

社会

组织

信仰组织联合（２１３ 个信仰组织）
该组织肩负着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道德责任，旨在通过推进低碳生活规范来拓展

地球的环境容载力及实现可持续发展。

美国气候行动网络（ＵＳＣＡＮ）
活跃在气候变化领域的 １６５ 个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网络联合，致力于地方领导力和

气候谈判中的促进性对话。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数据来自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ｌｅｄｇｅ， Ｐｈａｓｅ １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Ｕｐ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Ｐｌｅｄｇ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ｈｕｂ． ｉｏ ／ ｄｏｔ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２８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ｌｅｄｇｅＰｈａｓｅＯｎｅＲｅｐｏｒｔＷｅｂ．ｐｄｆ．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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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在后巴黎时代的盘点监督机制中有更多话

语权

《巴黎协定》仅是对整体治理框架的一些原

则性规定，用以解决某些格局性问题，面对美国

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各方在 ２０１６ 年的马拉喀

什会议上都决定要尽快完成协定后续 ４０ 多项

实施细则的谈判。 这些谈判主要是围绕基于

“国家自主贡献”模式的最大短板展开的，即重

点克服仅由各国自己提出目标而导致的全球行

动力度不足，难以解决全球气候变化困境的问

题。 在 ２０１８ 年卡托维茨会议上，各国终于就

《巴黎协定》 谈判细则落实的 “规则书” （ ｒｕｌｅ
ｂｏｏｋ）达成共识。 其中在非国家行为体和 ＩＰＣＣ
科学报告的推动下，规则书中对于 １．５℃目标的

话语态度由“注意到” （ｎｏｔｅ）变为“欢迎” （ｗｅｌ⁃
ｃｏｍｅ），并且强化了基于不同能力原则的透明度

机制以及定期评估全球行动进展的“全球盘点”
制度等。

以评估集体行动进展并促进各方提升贡献

力度的全球盘点为例，在 ２０１７ 年的波恩会议

上，《巴黎协定》特设工作组（ＡＰＡ）围绕全球盘

点实施模式等议题进行谈判。 全球盘点被分为

准备阶段、技术层面和政治层面三部分，①准备

阶段将于 ２０２１ 年或 ２０２２ 年开始，然而非国家行

为体在讨论 ２０２０ 年之前进行预盘点和预对话

时已经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为政府

层面的全球盘点预先提供信息，在后续的政治

进程中发挥营造舆论的作用；另一方面，非国家

主体在技术进程中凭借自身的技术和专业优势

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又如在实施 ２０２３ 年全球

气候行动盘点的方法细则中，强调了非国家行

为体在监督技术开发和转移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 本质上而言，全球五年盘点机制同“塔拉诺

阿对话”的开展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关联性。 首

先，针对的对象一致，都旨在评估实现《巴黎协

定》长期目标的集体进展，都涉及长期盘点和评

估标准；其次，执行方式一致，都是以促进的方

式来进行，并为提升国家自主贡献行动提供信

息；最后，实践框架一致，两者都同国家自主贡

献的周期是一样的（均以五年为一个周期）。②

基于此，“塔拉诺阿对话”被很多国家视作是《巴
黎协定》全球盘点的一次预演。 由于非国家行

为体在 ２０１８ 年“塔拉诺阿对话”促进性对话模

式中拥有关键性参与权和议题引导权，因此在

后巴黎时代的治理细则落实、盘点机制和监督

机制等领域也拥有更多话语权。 如美国气候行

动联盟针对促进性对话和五年盘点的设计提出

很多建议，特别是在“预盘点”机制方面，指出为

了监督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进度和实现程度，
强烈建议在 ＣＯＰ２４ 和 ＣＯＰ２５ 会议上设计一个

２０２０ 年之前的正式性预盘点（ Ｐｒｅ⁃２０２０ Ｓｔｏｃｋ⁃
ｔａｋｅ），各国提交的自主贡献更新目标必须比目

前的目标更加雄心勃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

国不会在实现 １．５℃目标面前错失良机。③

３．４　 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为复杂的气候谈判

格局

　 　 随着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参

与度不断提升，全球气候谈判格局变得日益复

杂。 非国家行为体的“准”国际法主体地位日益

提升，他们以地方层面的软法规范（如《芝加哥

宪章》和《美国承诺》等倡议）来间接影响后巴

黎时代气候法律规范的制定，甚至有更多机会

直接或间接参与《公约》框架的议题设立和议程

管理。 相比于欧美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

发展中大国由于自身社会组织的国际化水平

低，并且缺乏在国际层面同非国家行为体互动

的经验以及相应的应对能力，这种发展趋势对

于中国在后巴黎时代气候谈判格局中获得更多

制度性影响力形成不容忽视的挑战。

８８

①

②

③

准备阶段将于 ２０２１ 年或 ２０２２ 年开始，各方将以促进性、
透明的方式讨论所有投入，并为政治层面的对话与讨论奠定良好

的基础。 “斐济·波恩———ＣＯＰ２３ 第一周场内速递”，创绿研究

院，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ｈｕｂ．ｏｒｇ ／ ？ ｐ ＝ ８０８３。
苟海波（外交部气候变化特别代表）：《对话气候治理》

（论坛发言），珞珈环境法讲坛第六十六讲，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６ 日，会
议发言笔录。

笔者注：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将于 ２０１９ 年举办由各国

领导人参加的气候变化峰会，旨在 ２０２０ 年之前进一步强调各国行

动同 １．５℃目标之间的巨大差距，从而敦促各国领导人在既有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基础上提高行动力度，采取更多的减排措施来弥补

这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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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在 ２０１７ 年波恩会议上（ＦＣＣＣ ／
ＳＢＩ ／ ２０１７ ／ ５ 号文件）专门就非国家行为体的制

度性参与渠道问题作出详细探讨，如鼓励未来的

主席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探讨如何使非政府组

织能够与缔约方进行公开对话，酌情由非政府组

织同主席团和秘书处共同制订对话的议程和方

案；探讨如何增强网上登记系统的能力，使各类

参与方，如缔约方和观察员国、政府间组织、非政

府组织以及应邀参加具体活动的专家能够更灵

活地参与各项活动。 ２０１８ 年卡托维茨会议达成

《巴黎协定》原则实施的细节“规则书”之后，非国

家行为体利用“塔拉诺阿对话”等制度性参与渠

道不断提升在全球盘点监督、透明度原则和“共
同但有区别性责任”原则的平衡、资金援助机制、
损失与损害机制等方面的话语权。① 不可否认的

是，大部分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来自北美

和欧盟等国家，某些组织所持立场更与部分发

达国家一致，可能会产生不良利益导向和观念

偏见，从而对新兴发展中国家形成挑战。 以“共
区原则”为例，该原则的内涵在后巴黎时代的谈

判中正逐步发生演进，即从基于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历史责任区分的定位，逐步过渡到更

强调面向 １．５℃强化目标的共同减排责任，特别

是推动排放大国自主贡献目标的继续提升。 基

于此，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一方面要注重

强调“共区原则”、透明机制和全球盘点中基于

不同国情的“各自能力原则”；另一方面注重优化

同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互动，如推进跨国城市网

络、国际公私伙伴关系、多元跨国伙伴关系网络

的发展来更好地调动治理资源，特别是通过推进

本土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发展，及气候公共外交的

灵活开展来提升自身的气候话语权。

四、结　 语

气候治理作为一种跨界性多层治理诉求，
必然要求主权国家之外的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和

协助。 在全球气候治理范式从“京都困境”过渡

到“巴黎模式”的转型过程中，以城市、跨国企

业、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

体因其自身优势，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了独

特的地方气候引领力。 后巴黎时代的全球气候

治理将是来自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部门

的多利益攸关方就共同管理环境事务而进行多

元协调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性过程。 ２０１７ 年

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虽然使国家层面多边

主义治理的有效性受到严重冲击，但另一方面

而言，被激化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充分利用“自
下而上”巴黎模式所带来的各种制度性参与路

径，依靠网络性伙伴关系建设不断提升自身治理

行动在国际层面的可见性。 基于对去气候化背

景下美国非国家行为体多维影响力（结构性、手
段性、认知性和象征性影响力）的分析，可以看出

以美国为代表的地方气候行动的兴起对于后巴

黎时代的气候格局走势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
从“自上而下”制定强制减排目标的京都模

式到“自下而上”强调国家自主减排软约束的巴

黎模式，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的变迁凸显了国际环

境法体系的“软法”转向。 以非政府组织、企业及

企业联盟、跨国城市网络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

体虽然无法享有主权国家所享有的国际表决权

和投票权、条约缔结权等，但已经享有了包括知

情权、参与权、咨商权等在内的诸多权利，同时

承担了大量气候软法的整理、编撰和发布工作，
成为国际环境法实施和监督的重要参与者。②

他们积极投身于各种气候治理活动，通过建立

跨国倡议网络，传播创新性的国际规范和共同

信念来提升其影响，特别是通过地方治理实践

以及规则标准的设立来影响全球气候治理实践

模式，这些都推动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软法

体系中不断提升其国际法律人格，从而寻求“准
国际法主体”或“有限国际法主体”的地位。③

９８

①

②

③

张晨阳： “国际应对气候变化所致小岛屿国家损失和损

害研究”，《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第 １１－２３ 页。
刘长敏：“论非国家主体的国际法律地位”，《现代国际关

系》，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第 ３４－３９ 页。
笔者注：比如目前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得到了少数国际组织有条件、有限度的承认，但附有诸多限制，如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赋予国际非政府组织咨询地位时，要求国际非

政府组织要有自己的总部、执行机构和行政人员，具有不受政府机

构控制的独立资金来源以及能在专业领域处理问题的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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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从 ２０１８ 年卡托维茨会议的“塔拉诺阿对

话”机制来看，非国家行为体积极把握现有的

制度性参与契机在全球气候政治中不断追求

地方治理权威的确立。 即使面对特朗普政府

的全面去气候化政策，美国非国家行为体从未

放弃对于地方气候领导力的追求，并且希望能

够在后巴黎时代的规则制定、规范确立和软法

约束等方面发挥结构性影响。 鉴于这一趋势，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在参与后巴

黎时代的气候治理过程中，更需要注重同国内

外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良性互动的开展。 这

不仅涉及发展中国家权益的确保以及国家形

象的提升，同时还考验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

中更好发挥引领协调能力的治理智慧及策略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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